
 

论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化
及其双重影响

王文臣， 马梦雪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并非一切生产要素都能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就此论述过资本家和“小业主”的本质区别。同

样地，并非一切大数据都能转化为数字资本。对数字信息“数据化”“要素化”“资本化”的范围与条件做出

历史性存在阐释，可以避免陷入“要素永恒”的分析误区。对劳动条件的“自然化”“资料化”“要素化”对比

阐释，能进一步澄清大数据作为数字活动“痕迹”提取物进而实现“要素化”的前提；在对大数据进行“作

为数据的数据”（非生产性）、“作为要素的数据”（生产性）和“作为资本的数据”（资本属性）差异化论述

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说明大数据转化为数字资本的前提。数字资本运动在总体上仍属于资本的世界

历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从以下双重性来考察：一是对象性，劳动者主体地位与客体化权力的统一，

构成对劳动者自身的肯定；二是异化属性，上述统一性在数字资本支配下造成分离，并构成对劳动者的

否定。当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只有在对象化路向中实现人民、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统一，才是推动共

同富裕、构建“数字中国”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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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大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要素，对数字化生活产生了“嵌入式”的普遍影响。一方面，

人们在论证大数据转化为数字资本，并获得一定数字权力基础上具备了资本运动的基本特征；
①

另一方面，以“一网通办”等为代表的社会公共事务数据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社

会治理等方面却发挥出有别于上述状况的功效。申言之，与上述平台具有同等功效的微信小程

序、应用客户端APP等，在涉及民生等公共基础服务领域，显示出打造数字政务、提升数字治理

水平、以新模式服务大众的科学性、高效性。由此可见，并非所有大数据都能够转化为数字资

本；反之，数字资本也不是由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大数据−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等直接生成而

来，有相当部分大数据存在于经济与价值目标视域之外，反而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公

用公益领域，发挥了关键性社会作用，体现出社会价值功效。有学者就此研究了数据要素的“双

重属性”问题。
②

我们也会注意到，大多数消费者的网购消费行为，往往会预先在购物平台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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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浏览所购商品的浏览量、交易量、点赞量等数据，再以此作为质量评价、达成购买意向的“可

靠”依据。由此大数据在消费环节发挥了引流、导向作用，有研究也展开了对数据共性和特性及

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①

大数据不仅可以参与消费活动，也可以作为收入依据参与财富的分配，

有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问题。
②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

③

中勾画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诸如智能交通、智能制造、智慧政务等领域，也使我们领会到大

数据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市场主体、居民生活等各领域的应用前景和资源优势，尤其在数

字化、智能化共享语境中，人们对资源整合、产业升级，以及经济新业态、商业新模式、治理新

流程等内容充满期待。

数字化生活及现实发展，激发了研究者对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乃至转化为数字资本的探

讨。从个别经验观察到一般抽象思考，有研究依循“数据资源−数据资产（产品）−数据商

品−数据资本”  ④
的发展线索，来研究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转化为数字资本的演进逻辑。这

里显示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大数据如何作为资源继而被视为生产要素的？对这一前提

的根基性考察，更有助于大数据作为商品基础上生成数字资本的科学分析。斯蒂格勒把基于大

数据的数字经济活动称为“踪迹工业”，
⑤

大数据则被视为人的活动“痕迹”或“踪迹”被提取和使

用的结果；也有研究指出“数据是原材料”并“构成数字界面生产的资源层”，与之相反的观点认

为，数据不具有石油般的原材料属性，而认为“数据是数字化的信息或信息的具体体现”。
⑥

这两

种观点明显处于对立之中。此外，在数据要素与数字资本的关系上，有观点指出“数据的生成过

程就是数据要素资本化的过程”，但也有学者认为“数据本身不是资本，它只有经过数字平台的

生产之后变成了数据-流量，才真正地被资本化”。
⑦ 这也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总体来

看，作为新生社会现象，对大数据的原初生成、发展前景、效能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特别是在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之处，诸如当把大数据视为石油般的资源性存在时，又

同时如何解释它作为数字空间活动“痕迹”提取物的虚拟性？这就需要从经济哲学，特别是通过

对大数据进行非自然主义的、经由历史性发展的存在论解读与澄清，会更有助于加深对大数据

完成要素化、资本化过程的理解。

大数据并不是“自在之物”。土地、树木、河流等自然物质条件，本质上从属于“自在自然”，

或者直接说“自在之物”；大数据则是人类物质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为产物。作为人类

社会整体性活动的结果，有必要对来自各领域、各活动环节的大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并在是否

参与经济活动或生产环节等方面做出区分基础上，进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要素化与市场化，

乃至资本化的具体研究，有助于避免对大数据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导致把数据要素直接等同

于数字资本等模糊化认识。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为了说明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与

第 6 期 论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及其双重影响 109

①于立、王建林：《生产要素理论新论——兼论数据要素的共性和特性》，《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4期。

②宋建丽：《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正义”批判》，《齐鲁学刊》2021年第1期；李政、周希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4−55页。

④李海舰、赵丽：《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特征、机制与价值形态演进》，《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8期。

⑤贝尔纳•斯蒂格勒：《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⑥参看付文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政治哲学意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蓝江：《一般数据、

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9页；赵志君：《数字经济与科学的

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月刊》2022年第2期。

⑦参看王淼、向旭东：《数字资本逻辑批判的四重维度》，《经济学家》2022年第1期；蓝江：《数据-流量、平台与数字生态——

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期。



石油等传统资源性要素的异同，达到进一步说明大数据作为社会历史产物在不同领域的不同

功效的目的，本文拟从劳动条件为切入点，在分别论述劳动条件“自然化”“资料化”“要素化”的

基础上，论证大数据从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到进入生产环节的具体状况；（2）为论证大数据不

能简单地等同于数字资本，本文从“作为数据的数据”“作为要素的数据”和“作为资本的数据”

等角度展开区别性论述，力求进一步说明大数据转化为数字资本的前提与条件；（3）为进一步

说明当代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构建“数字中国”不是走数字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方道路，而是要在

发挥数字资本的社会功效方面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本文从马克思阐释的资本运动造成对象

化和异化双重效应出发，论述如何节制数字资本的恣意发展，从异化走向对象化劳动的路径对

于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意义。

二、  劳动条件“要素化”的历史性考察

生产要素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而非进化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产物。自然物质条件在劳动中

的应用，或者劳动条件被视为“生产要素”，是从简单生产或者简单小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既有助于把握生产要素在超越自然界转向人类社

会进程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更替，更有助于进一步领会大数据能够成为生产要素

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劳动条件“自然化”
劳动条件初始地指向自然物质条件，是人类通过简单劳动提供使用价值以满足生存需要

的现实表达。物质生产活动被视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或“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

指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要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或者说物的因素、人的因素

等来维持生命持存的需要，简单劳动也由此得以展开。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任何历史记载都

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①

物质生产

活动的自然基础，以及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其他条件，便构成了生产要素的基本来源与本质内

容。生产要素的原初状况从包括土地、资本、劳动，逐渐发展为当代论域所包含的技术、管理、

知识、信息乃至大数据等内容。这种变化影响了后续不同视角的研究，即对生产要素在物质生

产与财富创造中所起作用的判断，因为研究者的基本判断之一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已

“不再在国民财富中扮演重要角色”，转而认为“能力、客户和有才智的劳动力”②
等才是创造国

民财富的新要素。

可见，劳动条件伴随人类满足自我生存需要，初始化地表现为对自然物的直接占有，但随

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在超越生存需要的界限之外，不断把新的劳动条件纳入生产秩序中。琼·罗

宾逊等经济学家就曾指出，“经济学是人对人类情况进行的一项研究，人类靠劳动来维持生活

是他们最关切的事情，不能仅仅把人同自然资源和其他投入物都等同地看成是生产要素”。
③

劳

动条件逐步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为走向要素化、市场化乃至数字化

开启了发展路向，也是人类生产目的根本改变的必然结果。

（二）劳动条件“资料化”
依循思想史来考证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诸如第一次把劳动条件叫作生产资料并且完成

了生产资料的概念化表达的做法，不是本文展开分析的目的所在。我们要说明的是：伴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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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改变，原本那些用于生产活动的自然物质条件也会随之发生社会历史性改变，在新的生

产方式基础上服务于新的生产目的，并展现出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存在状态。马克思利用

生产资料这一概念，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使我们领会到古典政治经

济学无法阐释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前提下，反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的现实矛盾，从

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本质，既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又同时回答了以往

思想家们未澄明的理论困惑。换句话说，从经验主义地看待自然条件对生存的意义，到从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审视生产要素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义，体现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本质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劳动就是最初的人类，作为大地养育的儿女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自身

生存所需物质条件的过程。简单劳动前提下的劳动资料是指什么呢？劳动资料原初地指向生产

活动的自然物质条件，或者说自然物直接表现为人的对象化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劳动

过程是由三部分构成：“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指诸如

土地、水中的鱼、森林中的树木、树上的果实等，当然也包括如“已开采正在洗的矿石”等；劳动

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

综合体”，它既可以是“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比如双手或身体的某个器官；也可以是“劳动

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例如，为了从水中得到鱼，劳动者使用树枝做成的篮，或

者土做成的罐等资料或工具，由此石制工具或武器、管、桶、篮、罐、厂房、运河、道路、大数据等

都可以被视为广义上的劳动资料。从劳动的结果或产品视角来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

表现为生产资料”。
①

可见，生产资料既包括自然物质条件或“自在之物”，也包括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中被“滤洗”或加工过的“人为之物”，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价值生产的界限内，厂

房和大数据便获得了本质相同之处：在同属于“人为之物”的前提下，从劳动资料转化为了生产

资料。

马克思上述对生产资料的分析在阿尔都塞那里得到了肯定性的回应。阿尔都塞重申指出，

“（1）劳动者；（2）生产资料−①劳动对象−②劳动资料；（3）非劳动者：A．−所有权关

系，B．−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
②

阿尔都塞根据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把劳动分为

简单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他认为，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否定与排斥关系，以雇佣劳动的

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强调的观点，即劳动的主客体之间直接的、

原初的统一，或人对自然物的直接占有状况，并不会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当上述直接统一性被

打破并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时，“非劳动者”（资产阶级）作为这一改变的直接结果

便随之诞生。劳动者作为商品也随之转变为劳动力要素，由此进入被“非劳动者”控制与支配的

普遍状态。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以及反映这种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马克思的研究对

象，开启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历史特殊性的批判路向。

总之，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

论的切入点。自然物质条件从原初的劳动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不仅仅意味着名称的改变，更

代表着社会生产目的（从使用价值到剩余价值）、生产关系（从简单劳动到雇佣劳动）、生产对

象（从产品到商品）等多元领域的根本改变。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理论各流派无法回避的理论问

题，更是完成剖析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生产体系问题的基点。为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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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化、金融化乃至数字化，尤其是为阐述雇佣劳动的现代样式提供了社会基础。

（三）劳动条件“要素化”
劳动资料相对于简单劳动的意义，与生产要素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本质

上相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使用生产要素概念来论述它与财富来源之间的关系−斯

密把劳动要素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以及萨伊将财富来源归于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等观点

都是上述讨论的集中体现。现代经济理论仍然在持续讨论某一种要素与财富创造的对应性贡

献，但是，劳动条件“要素化”在阐释财富来源问题时，往往其理论阐释与社会现实处于直接对

立之中。恩格斯就此专门指出，力图把财富生产与某种具体生产要素的功效对应起来，并且在

计算这种功效乃至贡献时得出“协作”与共享的做法，实则表现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一

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
①

既然

各种生产要素都为创造国民财富作出了贡献，那为什么又说存在欺诈呢？马克思也指出，“财富

本身和财富的生产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②

现代国

家掌握在作为“非生产者”的资产阶级手中，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实则已完全不具有统一性，根本

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生产要素与财富生产相对应，要素贡献则与财富分配也同

样具有对应性。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存在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生产。古典政治经济学抓住了生

产要素对于财富生产的作用，但马克思更深入分析了生产要素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与社会影

响。在当代持续关注二者及其显示出的本质差别，对于分析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创造新财富

过程中的贡献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从生产要素的来源看，“要素价值论”与“人的痕迹”分别代表了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

的基本立场。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考察生产要素时，除了对生产要素进行单一化或多元化的讨论

外，在内容方面，他们总体上是把生产要素作为“物”与自然物质条件等同起来。熊彼特对此就

做出过总结：“李嘉图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资本……是由使劳动生效所必需的食物、衣着、工具、

原料、机器等构成的’”。
③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不就相当于给“物”取了一

个新名字吗？  马克思认为对生产要素的把握不能采取自然主义原则。在他看来，大多数劳动资

料，尤其是采掘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在融入了人的主观性

之后，“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④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生产要素，现在已从“自在自然”之物转变为“人化自然”之物。马克思

正是在讨论经由生产要素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过程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异化状况，

最终在全面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目标。

其次，从生产要素的作用来看劳动的历史发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总体上以如何

创造财富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经常被简略地定义为关于财富的科学”，进

而必然会涉及“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几方面”。
⑤

政治经济学家始终把生产要素的阐释

限定在“物”的要素内，不管是自然的还是经过加工的，关于财富分配的结论继而呈现出错误状

态，以至于萨伊说出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分”财富的结论。按照这种说法，参与财富创造的

各方在得到属于自己那部分后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他们也发现这一结论不符合社会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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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状况。针对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要素说”的阐释，熊彼特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

要素学说不受“现代经济学家的欢迎”，是“一种笨拙的工具”，就像“把土地和资本确立为生产

要素就是为地主或资本家赢得一份力量”  ①
的观点一样是幼稚的。尽管熊彼特也指出了资本作

为三要素之一，显示出与另外两个“原始的”或“主要的”要素的不同，但终究没有从根本上把资

本与其他要素区别开来。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各自发挥的作用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家们总体上都坚持要素平等的观点，甚至力图论证资本与其他要素对于财富创造来说，不存

在资本要素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协作关系。既然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

了新增社会财富的创造，乃至共同参与了财富的分配，那么社会现实中就不应存在贫富差距与

收入悬殊等问题。但现实与这种理论逻辑推演处于全然相反的状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二律背反”问题。

总之，对资本不能做自然主义解读。把资本作为“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就等于说资

本像自然物一样获得了持续永恒的存在，从而“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这全然

违背了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属性，那种把资本视为永恒存在的自然主义观点也

就不需要再赘述反驳了。同理，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和资本一样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

会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历史地看待大数据的要素功能，和历史地看待资本的社会作

用，在此就获得了相通之处−它们既不是一切生产的必要条件，也不具有历史的永恒性。可

见，就像讨论只有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和存在雇佣劳动的地方，
②

货币才能转为资本那样，大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也不能简单地直接把二者等同起来。

三、  大数据的“要素化”与数字资本的生成逻辑

对大数据在分类基础上进行差异化、具体化研究，有助于理解大数据的“资本化”及其与数

字资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大数据的提取主体（谁来提取）、生成来源（从何提取）、具体内容

（提取什么）、功效作用（有何作用）等方面来看，大数据是来自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虚拟产

物，可以进行分类研究并分别加以考察。何种类型的大数据可以“要素化”，进入生产领域并参

与价值生产或带来利润效益？此外，就像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实现市场准

入、参与市场运行、发挥市场的作用那样，也会有某种类型的大数据不能采取市场化、商品化

的方式发挥自身作用。在分类研究基础上，有助于把握大数据要素化甚至资本化的具体过程。

为了证明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能够资本化，前述已提到，有研究借助数据资源−数据商

品−数字资本的发展逻辑，来论证大数据与数字资本生成的所谓关联性。但须注意的是：当

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商品促成资本的生成时，并没有把货币（商品）直接等于资本，而是在严格

区分了“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货币的货币”③
的根本差别基础上，论述了作为商品的货币是

如何转化为资本的，确切的表达应是“资本作为商品” ④
，而不是资本直接等同于商品。进一步

说，并不是所有的大数据都可以实现商品化，比如“随申办”等智慧政务平台生成的大数据，在

疫情防控、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的整体性、社会性、公共性效用。再如以“健康云”等为代表的

智慧医疗乃至智慧教育等共享平台所提取、加工与存储使用的大数据，若使其市场化、商品

化、自由化操作，则会违背医疗、教育自身的本质。在当代中国，大数据作为“痕迹”效应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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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产物，一方面是合盈利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合公益性的目的，并不是所有被抓取、凝练

出的大数据都服务于价值增殖需要。这充分说明，并不是所有大数据都必定要转化为数字资

本，进而进入价值增殖与利润生产的资本运动中。讨论大数据的发展趋势，按照它的功效或作

用来看，就可以分为作为数据的数据、作为要素的数据以及作为资本的数据分别加以考察，更

有助于把握大数据与数字资本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作为数据的数据

借鉴马克思“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说法，在非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大数据也可以被称为“作为

数据的数据”或者说数据本身。就像生产要素首当指的是进入生产领域的要素，在非生产环节

或非经济领域产生的大数据，因为不参与经济活动或以利润为目的的市场化运动，我们在此称

它为“非生产性数据”，诸如前述提及的社会公共事务性平台生成的大数据。这类数据从移动网

络空间中抓取出来的过程，就主体看，本质地表现为不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就目的看，这一

过程并不从属于追逐利润和造成雇佣关系的界限内，甚至不参与、不涉及商业活动。当代中

国，在生产领域之外的大数据，从根本上表现出的是社会性与公共服务性。尽管这类大数据也

是经由数字技术提取出来，属于“用机器生产机器”的范畴，但无论是机器，还是人工智能或云

计算系统，在能够反应人民主体地位与国家性质的数据平台那里，如果继续用“合目的性”来表

达，则应该是“合人民性”。这就与党的领导、强国目标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贯彻了

数据来自大众并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数据本身，在当代中

国数字生活的现实功效。

“非生产性”数据以及它所反应的社会现象，也成为西方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普雷希特在描

述数字化“自由生活”时指出，“硅谷坚持认为，穷人的数据没有价值……数据经济对集体贫困

没有兴趣”。
①

硅谷的投资者的确对穷人的数据不感兴趣，根源就在于这些数据不能给资本运动

提供“合目的”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资本是资本家的资本，不寻求价值增殖的资本就像人失去

了灵魂。这如同马克思分析指出的，作为货币的货币，在履行流通职能的同时，交换的实现仅

仅是为了生存需要的满足，这就相当于“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

个要素完全抛弃了”。
②

这当然是硅谷的资本家不会做的事情，普雷希特的评价也符合了西方的

社会现实。但与之相反，在构建“数字中国”与发展数字经济进程中，这些“非生产要素”化的大

数据，对于有碍于推动共同富裕、迈向新征程奋斗目标等方面的薄弱环节来说，无疑具有直接

的提示作用。利用这些能够反应公共性、普遍性的大数据，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即使是不具有价值增殖的“非要素化”数据，却是贯彻“人民至上”价值追求所需要的大数据，也

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大数据。利

用好这些反应集体贫困的大数据，不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的题中之义。

（二）作为要素的数据

所谓大数据的“要素化”就是指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领域，服务于交换价值或剩

余价值生产。换言之，要素化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化本质相连的。这就等于把前述“作为数据的数

据”的范围缩小到普遍的市场化领域，以从属于价值生产与获取利润的大数据为具体研究对

象。大数据的要素化过程是伴随大数据的生成并进入生产领域的过程，而它的生成又是随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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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本主义经济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总之，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从一开始就与数字资本主义经

济本质地联系在一起。

首先，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而生成的大数据及其要素化。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

展 来 看 ， “ 美 国 是 数 字 资 本 主 义 的 发 祥 地 ” ， 迄 今 研 究 大 数 据 的 生 成 及 功 效 ， 主 要 还 是 通 过

“Facebook、  YouTube等平台产生的数据”来进行。
①

席勒依循互联网发展史指出，从最初的科研、

军事、通信等领域的互联到当代生产、流通、生活的各个环节，互联网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美

国工商企业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扩展业务范围的要求”，且自诞生至今已发生了“三

重转变”。
②

以数字方式联通信息主体，数字信息的传输与共享，在信息时代的早期，其本质表

现为非生产性、非盈利性，甚至直接说与经济活动无关。随着主体的有限互联到多元互联，再

到数字时代来临的发展进程，通过对互联网活动数据的共性统计与分析，逐步产生了大数据。

可见，大数据是利用数字技术对移动数字空间活动“痕迹”的提取物，并能够服务于商业与扩大

再生产的目的，尽管虚拟性表现为大数据的基本特征，但对于服务于价值增殖目的的作用是毋

庸置疑的。

从席勒的论述可看到，数字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增殖的手段，绝非自然进化的产

物，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本质相同。以机器为代表的“大工业则把

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者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③

工人作为商品化

要素是从属于资本的，即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机器和设备是资本的设备，也就是马克思指

称的“死劳动”，就连技术进步的产物−大数据也本质地表现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

根源就在于众所周知的资本对其他一切生产要素的控制力。大数据也不例外，在资本的生产体

系中作为要素化的生产条件受控并服务于资本本质。

其次，来自经济活动诸环节的大数据生成及其要素化。把大数据的生成过多地依赖所谓平

台或数字交易空间的观点，等于把大数据的生成来源仅局限在交换或流通环节，这是片面的。

例如，除了我们经常列举的诸如谷歌、百度、亚马逊等平台外，还应包括为这些平台提供基础

设施的生产主体，它们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者，更是数字产业化的主要代表者，一句

话：生产、分配与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一样，都是经济领域产生大数据的主阵地。需要进一步指

出的是，在“数字中国”重点发展的数字产业中，强调的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引擎”。从数字技术赋能实体

经济的内容来看，大数据被采集、标注、存储、管理及应用则具有必然性，同时被作为数据要素

用于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④

这说明，在当代中国加快发展

数字社会建设进程中，大数据也会被视为生产要素并投入相应的建设内容中。但这里的大数据

的要素化，并不是以资本私有制为前提，也不是因获得了某种数字权力转而控制其他生产要素

为自身服务，而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服务于“数字中国”建设乃至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三）作为资本的数据

无论是在非经济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与生产或利润有关的生产要素，不一定都具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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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资本的条件。当萨尔坦·科马里把企业、能力、客户、知识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考察时，我们

更应认识到，无论对生产要素作何种意义的本质界定，都无法回避它不能全部转化为资本的现

实状况。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大数据必定有其特殊性，所以把数据与资本区别开来而不是直接等

同是科学的，符合前述指出的大数据生成来源及分类研究的观点。同时前述已提及，并不是所

有大数据都来自经济活动或生产领域，即便来自这一领域也不一定能够直接转化为数字资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从大数据的生成与分类来看，并非一切大数据都需要且能够转化为资本。马克思专

门论述过货币转为资本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他认为，“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

货币的人间的存在”。货币之所以能够作为“商品中的上帝”，
①

是因为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特

点之外，还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质，那就是购买力以及通过这种购买过程生成的控制

力。如果货币不具有这种控制力，而仅仅充当了商品交换的流通媒介，促使不同商品所有者得

到各自所需的使用价值，不就等于仅仅完成了一次等价交换吗？货币在此前提下不具有转化为

资本的可能性，这就要求货币进一步追加数量值，以便能够实现下述过程：使自己购买的原材

料得到加工并最终获得一个增殖额。马克思就此总结指出了货币转为资本的必要条件：劳动力

成为商品，甚至也可以说是成为市场中的生产要素；雇佣关系的产生，为无偿占有他人成果的

剩余价值生产准备好前提。小业主也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并从事个人生产，虽然也占有生产资

料，却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说是在自己剥削自己的基础上成为了资本家，雇佣关系的缺

失是小业主不能等同于资本家的根本之处。
②

这里的生产要素也就不能转化为资本，诸如大数

据等其他生产要素同样不具备货币那种上帝般的存在而支配一切，何以转化为资本呢？

其次，从大数据抓取依据及其效果来看，部分领域的大数据并不能转化为资本。从普雷希

特指出的资本不关心“穷人的数据”可以看出，大数据的抓取、清洗与凝练等过程，背后的主体

有自身依据和目的。大数据的抓取与生成，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以资本私有制

为前提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大数据仍是资本增殖的“合目的”产物，是资本及其人格化力量完成

并服务于自身的过程。大数据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人的主观性产物，把大数据说成是机器的产

物，营造前述所说的“机器工作，人类唱歌”的假象，则从根本上遮蔽了资本的控制力，或者直

接说资本对现代社会化生产的根本意义。对这类本质上表现为资本的数据的考察，可以依循数

字资本运动并产生剩余劳动的积累来进行。二是在当代中国“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发展语境

中，来自社会公共事务等数字化应用场景中的大数据，就其生成与作用来看，是服务于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增殖。谈论这类大数据的资本化则与社会主义本质

格格不入，这一类型的大数据必然不会发生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根本目的的资本化过程。

最后，数字资本本身生成的特殊性。数字资本的生成与发展，是数字化技术与现代市场经

济联姻的产物。数字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既作为现代生产的起点发挥它的社会影响力，

又以数字化外观呈现它的当代样式。数字资本是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还是原有资本

形态（主要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数字化而生成的？如果像前述已有研究把数据获得某

种数字权力与数字资本结合起来讨论那样，那又该如何理解人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呢？

实际上，数字权力并不是指大数据本身的权力，因为大数据并不是康德语境中的“物自体”，表

现为一种自在之物；相反，它是人的活动的“痕迹”或“踪迹”被提取与使用的产物。如果这种“痕

迹”是资本或者资本“人格化”的产物，那么所谓数字权力本质上就是指数字化资本的权力。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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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数字权力是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人格化）的内在属性，而数字资本的生成与资本的数字

化表现为本质相同的进程。其原因是什么呢？

数字资本的生成，是以产业资本的历史发展为基础，而不是虚拟资本吞噬或者完全代替产

业资本后获得了彻底独立地位。同样地，数字资本不能直接等于大数据自身的资本化，也不能

直接说大数据因具有了某种数字权力就成了数字资本。原因就在于前述所说的，大数据也有自

身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过程。把数字资本的生成，看作是资本的数字化发展，符合马克思所

说的，货币占有者成了后来的资本家，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
①

而不是作为“物”或生产资

料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数据的所有者并非指普通劳动者，而表现为“非劳动者”。只有

“非劳动者”才具备抓取、凝练、存储、管理并使用“一般数据”的能力与条件，进而把它作为生产

要素与劳动力要素一起投入生产中，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大数据原本就是资本所有者

利用当代技术催生的要素，何以被看作一种资本之外的独立存在呢？它只是资本在数字化阶段

的新外观而已。回顾资本的历史生成过程，看似与数字资本的产生并不相关，但也要注意到，

那些强调大数据转化为数字资本并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都会从实体经济或产业

经济谈起，这意味着什么呢？席勒特别提到美国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电信政策”“交叉补贴”

等内容对数字化阶段产生的推动作用，无不说明“电信系统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社会目的”。
②

互联网与经济活动的结合，是资本为自己创造一个逐利市场的时代样式，这与机器大工业的到

来并服务于资本本质需要是一回事。

四、  数字资本运动的双重效应及其当代影响

所谓数字资本运动的双重效应，就是指以数字资本为前提的社会化生产带来的对象化、异

化双重表现。一般来说，对象化、异化两个概念是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常用术语，

被黑格尔用来阐释精神发展过程中，后一阶段的精神主体对前一阶段状况的否定，以及在扬弃

后者的基础上实现向下一阶段发展的历史进程。异化一般指向的是在否定前提下实现自身发

展，而对象化则指向在肯定自身的基础上实现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以劳动者把一根木头做成桌

子为例，人的劳动在改变木头具体形态的同时，得到了新的劳动产品或对象，同时也意味着人

把自己的劳动活动对象化到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在这个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如果生产者同时也

是所有者，对象产品的生产过程体现出了对劳动者的积极肯定，那么就视为完成了对象化过

程；反之，产品制造出来从而完成了对象化劳动，但在雇佣关系前提下被他人无偿占有，劳动

者创造的对象则表现为对象的丧失，构成对自身的劳动的否定，随之发生的还有劳动者与所有

者的分离，这一整体过程叫作异化状态。这种分离状况越严重，异化的程度从而构成对自身的

否定程度也随之更严重。马克思借助对象化、异化概念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状况的阐

释，从中诞生了为人熟知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异化的普遍性，也揭示出

消灭异化劳动、实现对象化活动的必然性和科学性。

数字资本，特别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数字资本运动，总是与雇佣劳动本质地连在

一起，构成现代生产关系的基本样式。只要存在雇佣劳动、劳资对立以及资本私有制的地方，

对象化和异化的双重社会效应就表现为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国内外研究都关注过下述内容，

即对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期待与反思。期待的是它代表着经济发展方向的主要外观，反思的是

数字经济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意味着“数字幽灵”，还是“数字乌托邦”？当代中国同样把发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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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无论何种发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数字资本的运动，但资本主义

生产把对象化劳动转变成了异化劳动，进而造成了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等诸多环节的异化效应，

是引起中国发展数字经济警惕的内容所在。中国的数字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包含“推动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①
两大基本内容，同样要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指导下，超越资本生产

剩余价值的界限外，从根本上实现对象化生产过程，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一）数字资本的异化效应及其影响

讨论数字资本造成的当代异化现象，与传统上马克思讨论资本造成的异化本质相同。马克

思利用异化劳动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内部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趋势。更为根本的是，

马克思专门利用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所谓新疑问−

诸如对财富、效率、分工、工资、工人社会地位等方面做出了回答，对于当代解读数字资本的运

作具有根本性启示。大数据乃至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的产物，而技术又是谁的产物呢？就像马

克思利用“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②
所阐明的资本催生技术的“合目的性”

发展那样，则是一个成熟而无需赘述的现象。数字资本对当代生产造成的异化表现，之所以与

马克思阐释的异化现象本质相同，原因在于：当前数字化发展阶段，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阶

段，与以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比，在以下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大体表现为：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仍属于“资本的世界历史”阶段，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一致。

当谈论数字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经济”来临时，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时代继

而信息化阶段被彻底取代或者消灭，不能认为信息时代吞噬了过去的社会阶段，并在否定与替

代以往阶段基础上迎来新阶段。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往生产要素，也要被新生产要素吞噬并清理

干净，并成为新阶段生产的基本前提呢？抑或说大数据、知识、管理、能力及客户等新要素吞噬

了土地、河流、树木、铁矿、棉花等传统要素？但现实中实体生产与工业化依然“在场”。这种新

阶段吞噬旧阶段的思想，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的异化观点在分析精神成长时的现代应用。按照

黑格尔的异化思想，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一连串的 ‘思想 ’，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

‘自我意识’中”。马克思扬弃这种异化思想并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

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③

这就等于在说，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出现

后，并不会代替或吞噬以往的生产要素，而是在肯定基础上有了新的增加。即使资本的世界历

史发展到数字资本阶段，无论是把它视为产业资本的高级阶段，还是独立于产业资本之外的客

观存在，只要它仍是“资本”阶段，就本质地属于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而不是超越了这

一界限。不能根据大数据、知识、客户、能力等所谓新要素的出现，就断定数字资本吞噬了以往

的一切资本形式。马克思指出，就像用棉花代替羊毛、以米代替小麦，“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

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④

只要剩余价值生产是一种客观存在，就要认识到这一存在的

前提是资本的现实运动与发展。数字资本的运动从根本上说，从未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

而只是表现为这一进程中的发展阶段。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有研究指出，数字生产方式会导致雇佣关系

的解体，进而会产生新的所谓数字生产关系，且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是极少数人获得了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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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吃的收益，绝大多数用户已成为流众，让自己无产阶级化”。
①

这显然是受斯蒂格勒的影响，

但后者在他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阐释中，是继承海德格尔“座驾”或“进步强制”等概念，来表达

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危机：为何社会越进步发达、财富创造越来越多时，社会却

越陷入分裂，以至于人们被强制的状态相对过去而言，是加重而不是减轻了？斯蒂格勒认为，

造成上述“无产阶级化”的原因就在于“超级控制”。
②

这里显示出来的问题是：是谁产生了超级

控制或自动化的现实状况呢？如果是机器或者某种人工智能设备造成的，那么此类设备又从何

而来？如果仍是资本控制力的延伸，那么上述雇佣关系就没有从根基处被改变。一般认为，机

器的采用是社会进步与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却为什么把机器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

手段呢？机器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手中的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利用机器生产剩余

价值包含的内在矛盾是：“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

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最终导致现代工业史上最为

先进的机器作为生产手段越普遍化，就越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

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③

资本借助机器进一步加强了对雇佣工人

的控制力，马克思由此才说受机器的奴役，就像受资本的奴役一样。

同样地，所谓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只是生产方式在形式上的改变，

但在生产关系方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恰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

动”④
在当代的充分体现。劳动力作为商品是自由的，为所谓灵活就业提供了可能性。但从劳动

强度来看，雇佣劳动的程度不但未有减轻，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上述缩短了的时间却成了为资

本增殖服务的最可靠手段。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所在，并

没有因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而发生根本改变。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人异化程度的加剧，与

工具的日益完善是同一个过程。认为人工智能消灭了人类劳动的观点，不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

“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错误观点吗？如果机器消灭了工人，资本也会因为缺少了雇

佣劳动就不能称为资本了。由此看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乃至生产目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二）数字资本的对象化效应及影响

对象化劳动的本质规定性，就是前述已论及的劳动者在劳动活动中肯定并发展自身，直至

把劳动视为一种自由自觉自愿的活动。有研究借助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概念阐释了“数

字对象理论”内容，主张“数字对象依赖于一个产生于数字技术时代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个网络

中衍生出某些拟—对象”。
⑤

抛开复杂的概念理性，这里意在指出，数字资本运动也会促使它支

配的雇佣劳动的力量，生产出对象化商品。我们在此无须陷入概念循环运动，只需要强调数字

资本从属于资本的总体特征，处于资本控制下的社会生产界限内，这种现实的、以资本的最新

外观为起点、以劳资对立为根本生产关系的劳动过程，本质上仍属于异化劳动，面临的根本问

题仍然是劳动解放问题。因为人只是在先进科技的加持下生产出了局部的自身，越是强调这种

局部的先进发达程度，人作为劳动者所处的异化状况就越严重。要摆脱这种状况、克服资本主

义生产的危机，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就要把工人还原为人、把异化劳动还原为对象化劳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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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劳动的异化与对象化，能够从根本上把财富占有与分配以及所体现出的社会生产关系区别

开来，对象化劳动的生成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表现。结合“数

字中国”的构建与发展，若以下方面得以在现实中贯彻落实，则本质地表现为从异化转向对象

化，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新发展阶段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也是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第一，从“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转向共同构建“数字中国”。资本私有制把对象化劳动转变

成了异化劳动，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最终导致了“使工人丧失财产”。
①

只要财富表现为生产

的目的，财富必然地表现为“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而这种创造性全部用以服务于资本的

本质目的，工人也在这种规定性中把自身的异化程度推向新的阶段，财富的创造过程与财富的

丧失与异化表现为同一个过程。斯蒂格勒就以“天启四骑士（谷歌、苹果公司、脸书和亚马逊）”

为代表性案例指出，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不可忽视的巨大危机。“那些相信

或信奉数字时代的承诺的人们都遭遇到了我们所说的‘网络蓝调’”，……最终使“超级工业社

会构成了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个阶段”。
②

这实则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

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所指向的社会分化与危机本质相同，普遍的对象化则表现为普遍的异化。

构建“数字中国”就是要超越“资本至上”，以服务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强国为根本目的。“数字中国”的发展除了包含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流通与消费环

节，更包括为这些环节提供运行前提的“新基建”领域，既包括“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

生态”等数字产业化发展，也包括“实施 ‘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

型”。
④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简单地表现为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数字运

动，甚至在数字化资本运动前提下，以资本的增殖或生息能力为根本目的，而是表现为：既能

实现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唯有这样，才是马克思对象化理论的肯定意

义 所 在 ， 把 劳 动 的 主 客 体 统 一 与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目 的 结 合 起 来 ， 才 能 推 动“ 数 字 中 国” 的 科 学

发展。

第二，从普遍的异化转向普遍的共享。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对象化的剩

余劳动，对资本家来说就意味着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的对象化成果。普雷希特就曾指出，“硅谷企

业家还是把我们当作依赖于他们的附庸。他们内心贪婪，追求更多的金钱，受到资本的推动，

这些手持资本的股东除了钱以外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
⑤

资本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却发

明了雇佣劳动，并与雇佣劳动的程度与范围表现为同一个过程。以硅谷企业家们为代表的资本

方，维护的是垄断利润，而不是普遍的共享。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是如何实现普遍的共享从

而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呢？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面，做到“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体系，强化算力统筹智能调度，建设若干国家枢纽节点和大数据中心群，建设E级和

10E级超级计算中心”，不仅要建设空间基础设施体系，还要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构

建新型基础设施标准体系”。这就为下一步“构筑全民畅想的数字生活”，提供智能便捷的公共

服务“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⑥

可见，发展数字经济视域中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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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享，全然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运动−在虚拟资本市场的数字化运动中服务于

资本本质需要，而是既实现了以基础设施体系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共享，又实现了所谓数字权力

的为我所用，把数字化的高效便捷真正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了数字经济赋

能新发展阶段的根本目的。

第三，从传播“生产的瘟疫”转向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资产阶级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

时，也生产出新的生产关系，其根本的表现是：在非洲，把黑人变为黑奴；在亚洲，摧毁了中国、

印度等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只要国际化生产还带着“过剩的瘟疫”①
的气息，旧的贸易体系就

仍是资本逐利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迄今为止，资产阶级解决这一危机的做法，既包括以浪费社

会资源为前提来改变供求关系的做法，也包括占有新的市场等行为，实则是把国内危机转移到

国外或共同体的其他国家，过剩产品与危机的转移不仅没有改变资本私有制这个外壳的本性，

反而在更广的空间内把前述矛盾弥散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新发展阶段与数

字经济时代结合起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
②

这就意味着，讨论共同富

裕就不能绕开数字经济时代，“使之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③

利用能够

反应城乡、地区、贫富差距的“大数据”，找到经济发展的“堵点”或“痛点”，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疏

通发展环节的障碍，在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与规范指引下，积极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或者数字

经济产业化发展，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且使发展成果惠及贫困人口，

把贫困的“大数据”转变为共同富裕的“大数据”，才是“数字中国”发展的本质要求。

五、  结　语

共建、共享与“共富”，都应属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学说及其结论的当代应用，在劳动活动

中实现对劳动者自身的肯定，实现劳动主体、财富生产与分配的科学统一，而不是像以往那样

造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生产天然与资本无关，但资本与生产天然相连，它驱使“活劳

动”要素把自己的创造力加之于“死劳动”之中，使“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异化为自我增殖的结

果。即便当代产业资本数字化，或者数字产业资本化发展，也包含在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并以对象化转变为异化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由此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分

化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当代也经常提及，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只需要资本不需要资本家的说法，

它要表达的是既要发挥资本的建设性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又要杜绝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的

一面。这种错误的认识不利于“数字中国”的构建与发展，因为马克思早已指出，“有些社会主义

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正如前述所说，资本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资本表现为资本家的资本，其他一切

物质条件在要素化、商品化、市场化的语境中，成为了“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他人的财富，资

本家的财富”。
④

人民与生产资料的统一是“数字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否则就退回到

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此外，数字经济在“共享经济”的路向中被理解、阐释和把握

时，是否这种共享像有观点所说的那样，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地理界限，甚至出

现了“数字去人类化”⑤
的发展趋势？这将是伴随数字资本运动，包括当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

程，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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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pitalization of Big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Its Double Impact

Wang Wenchen,  Ma Mengxue
(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

Summary: Not all factors of productio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capital,  as Marx discusse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small  owners”.  Similarly,  not  all  big  data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digital capital. As a product of the digital era,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is  a  socio-historical  process;  in other words,  it  is  an “artificial  thing” rather than a “self-
existing  thing”,  which  has  also  undergone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Accordingly,  interpreting  the  scope  and  conditions  of “datafication” “factoriz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historically  can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factor

eternity” analysis.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are engaged in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is due

to survival needs. From the initial use of natural material conditions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big data

in today’s  activity  process,  it  can reflect  that  labor  conditions  develo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but it is not the produc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ense of natural evolution.

Therefore, the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factorization”
of labor conditions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premise of Big Data as a “trace” extract of digital activity

and realize “factorization”.  All fields of social life can generate relevant big data in the digital era,

so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ct “data  as  data” (  non-productive), “data  as  a  factor” (productive)  and

“data as capital” (capital properties), which can further explain the premise of big data transforming

into digital  capital.  The gener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capital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process, so the movement of digital capital still belongs to the world history of capital on

the  whole,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can  b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duality:  First,  objectivity: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laborers and the objectified power

constitutes  an  affirmation  of  laborers  themselves;  second,  alienation  property:  The  above  unity

causes separation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and constitutes the negation of labor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cessarily  requires  the

unification  of  peopl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wealth  in  the  direction  of  objectification,

which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Key words: big data; digital capital; objectification; “digital China” ;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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